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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越于 1950 年 1 月 28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标志着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真

正开始。70 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既经历过敌对和挫折、冷漠与警惕，也呈现出缓和与改善、
睦邻和友好，当前进入了密切沟通合作的新时代。从历史上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互动过程中积

累了丰富的外交战略经验，例如，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盲目追随或模仿其他国家; 不干涉其

他国家内政，也坚决不让其他国家干涉本国内政; 在促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尽

量避免域外因素无谓干扰，协商一致自主解决相互间的问题。同时，双方也汲取了一些本来可以避

免的挫折和教训，如双方都要认识到自己和其他国家实力和能力的限度，尽量采取避免伤害对方的

行为，不要对其他国家期待太高，也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 不能现实主义地考虑地区热点难点问

题，更不能陷入安全困境而无法自拔，而是要建设性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以合作促进可持

续安全和繁荣。展望未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站高位，塑造命运共同体理念; 望长远，巩固和增

进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稳住心，维持地区合作机制稳健运行; 亮实处，让双方合作项

目工程成为增强相互认同的粘合剂，让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体验到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产生的获得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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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东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产生于冷战初期最为激烈的美苏争霸之

时。然而，几十年来，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演进，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东南亚的

地理特征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其政治属性与其经济和社会文化属性一起成为地区环境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不仅与中

国存在更长久、更密集的接触史，而且形成了相互间复杂而纠结的恩怨情仇。历史上的郑和下南洋、
周达观出使真腊①等体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的认知，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上为人津津乐道的轶事，不仅增添了地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当前各国相互处理双多边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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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参考借鉴，推动或阻碍着地区国家间多双边合作。近代以来，中国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遭

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国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各种形式摆脱了殖民统

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政权，进入国家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斗争也波及到中

国和东南亚国家，导致地区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多样性和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正是如此，同属于社

会主义阵营的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50 年 1 月 28 日建立了外交关

系，同年 4 月 13 日和 6 月 8 日，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也与中国正式建交，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已经有 70 年历史。
70 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断发展演进，成为中国推进和发展周边和地区外交的

重要表现，东南亚也逐渐成为中国周边最具活力的次地区。从发展过程上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大致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坚持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旗帜下，中国

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60 年代，随着中国与美苏关系都

比较紧张，与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也陷入低谷，甚至出现破裂的现象。在 70－80 年代，随着中美

关系转圜和转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转好，并与大多数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很

快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加入到东盟倡议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并始终发挥着

建设性的推动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在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加速了相互间的一体化进程。当前，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关系正迈入新时代，因此，总结过去 70 年来的双方关系，对理解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方

向，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考量因素，以及地区国家共同的利益与关切契合点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

示意义。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经验

从地理上看，当前的东南亚地区至少有 11 个国家，有的具有悠久的大一统历史，而有的则是近现

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即使从目前情况来看，最晚获得独立的东帝汶尚未加入到

该地区其他 10 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另外，东盟只有 5 个创始成员国，加上文莱，统称为东盟老成员

国，而其他 4 个中南半岛国家，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则被称为东盟新成员国。东盟 10 个成员国

之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也存在较大差异，内外政策也具有一致性和矛盾性，相

互间的双边关系并不都总是比其与有些非东盟国家①的关系更为紧密和融洽。因此，中国与这些国

家的外交关系并不完全一样，很难使用某个统一的模式来进行阐述和分析，更不能以某个统一的标准

来衡量。然而，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经过了 70 年的外交互动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各方都应

比较赞同的经验，成为当前和未来应继续共同遵循的圭臬。
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和政治历史文化，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追

随或模仿其他国家。除了泰国，东南亚国家在近现代都曾被西方列强殖民过，有些甚至不止被一个西

方列强先后殖民过。例如，菲律宾先后成为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地，二战时期一度又沦为日本的殖民

地，后来再次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直到 1946 年 7 月 4 日，美国才同意菲律宾独立，并在 1951 年与菲律

宾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至今对菲律宾仍具有较大的影响。新加坡曾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

一度被日本占领，后来英国恢复了殖民统治，1959 年实现自治，1964 年 9 月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组

成马来西亚联邦，但在 1965 年 8 月 9 日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

权国家。处于东南亚最边缘的东帝汶历史上长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 年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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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族自决，但在当年却沦为印度尼西亚的第 27 个省，直到 2002 年 5 月 20 日才在联合国的介入下

正式成立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另外，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是法属

印支联邦的一部分，但越南和老挝经过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柬埔寨却因为

国内冲突引发联合国介入，最终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而 3 国在体制机制上仍具有较强的相似性，相

互间的各领域、各层级联系依然非常密切。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相似，中国在经历过长期反帝反封建

反殖民的斗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后，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尽管中国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就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发展道

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对外政策上既存在一致性，但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在冷战时期的一段时

间内，出于维护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考虑，中国曾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具有一定的联系，引

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和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的中断。然而，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就逐渐改变了这一政策，为建立、改善和恢复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从当前中国来看，

东南亚国家似乎是一个整体，然而，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却处于相当分裂的状态，东盟的建立也没

有将这些国家凝聚在一起。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逐步扩员，内部凝聚力一度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有所

减弱，使之成为东盟内部始终强调推进的主题。东盟即使在宣布建成共同体后仍没有放弃这一政策

理念。东盟强调维持多样性的统一，是因为其难以改变大一统下的多样性。［1］成员国之间相互间在尊

重其他国家自我选择的前提下，保持着最低程度的合作态势，追求着最高程度的合作可能。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甚至超过了它们大多数之间的外交关系。
其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坚持现代主权国家理念，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也坚决不让其他国家

干涉本国内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理念成为全世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强烈诉求，并为

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取得了成功或部分成功。一些前殖民地

国家依然是所谓的英联邦、法语国家组织、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显示出相互间历史纽带所产生的

现实效果。由于中国和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是后发国家，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制于西方垄断的世界

体系，脆弱性所产生的敏感性相当强烈。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前殖民国家一样，虽然依然残留着一定

程度的后殖民思维或行为，但都已经成为了完全的独立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也正

是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高度重视内政与外交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际形势可能对国家内部事务的

影响。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国和东南亚的缅甸及印度尼西亚都倡导和高度重视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潘查希拉”等，成为地区国家指导相互间关系的重要

理念和指导原则。无论是东盟在 1976 年 2 月 24 日通过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还是后来的《东盟

宪章》都将之作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2002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共同的指导准则，特别是中国在 2003 年 10
月 8 日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体现出双方在处理相互间关系上的高度一致性。

虽然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考虑，东盟认可了所谓“保护责任”的正当性，［2］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程

度的努力，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依然最大程度地保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这从东盟政府

间人权委员会的建立就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一般来说，人权问题是个非常泛化的概念，往往会超越

主权国家边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发生在某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因此人权问题经常会发展成为一

个国际问题。然而，东盟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却是政府间性质的，即成员国内部的人权问题是其内部事

务，通过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具有较多业务联系的本国人权委员会采取措施进行管理，东盟或其

他东盟成员国并没有权利进行干涉。因此，即使缅甸出现了因若开邦危机而引发难民问题，甚至导致

缅甸和孟加拉国之间的矛盾，但东盟仅在内部讨论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寻求通过能力建设等帮

助缅甸缓解和解决棘手问题。［3］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杜绝部分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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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框架之外评论缅甸难民问题，并向缅甸政府施压。东盟国家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外交施压并不

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恶化相互间的关系，影响东盟的团结和凝聚力。当初缅甸军政府曾多次威胁要退

出东盟，在泰国等推出“建设性接触”后，与东盟的关系才有所好转，［4］开启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

程。
再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互动中增强共同身份认同，并在促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密切相互间的

关系，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从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的，从最初建立自贸区构

想，到 2015 年 12 月底宣布建成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的共同体，到目前依然在继

续塑造“一个愿景、一个身份、一个共同体”的进程; 从最初东盟内部各职能部门会议和领导人会议，到

目前东盟+1、东盟+3、东盟+6 和东盟+8 等各种综合性、多领域、多层级合作机制。无论是东盟地区论

坛、东亚峰会还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都促进了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机制成为讨论国际和地区

热点和难点问题的重要平台。无论是东盟自贸区、东盟+1 自贸区还是已经完成谈判进程，开始进入

签署程序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CEP) ，［5］都在增强越来越广范围的地区一体化程度。此外，除

了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之外的东盟成员国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对维持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

结构和运作模式具有较大影响。东盟+3( 中日韩) 金融合作促生的清迈倡议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对维

持地区金融秩序稳定和金融新秩序建构具有重要保障作用。［6］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及其与域外国家

之间的互动还越来越多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对促进与中国在内的地区身份认同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与此同时，地区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效应［7］也推动了东亚、甚至亚

太成为世界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东盟在捍卫自己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同

时，［8］也在加紧协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认可和支持其提出的更多包容性议题，为促进地区和平与

繁荣增强更强动力。
最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尽量避免、排除甚至排斥域外因素干扰，坚持通过小多边或双边方式

处理和解决相互间的问题。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绝大多数军事安全实力并不强，经济发展水

平并不高，综合实力相当弱，因此在参与管理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往往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为

域外国家发挥影响作用提供了各种机会，往往产生有悖于这些国家的意图和利益的结果。因此，东南

亚国家坚决反对外部力量干涉自己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各种事务，不愿屈从其他国家的意志，更不愿意

被认为是牺牲了本国利益，导致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降低或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问题的直

接当事方组成的双边、小多边方式［9］、诉诸第三方国际机构和邀请他国建设性干预处理或解决地区棘

手问题，往往会成为最为常见的方式。以领土主权和海域管辖权划界为例，东盟绝大多数国家之间都

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其中很多都是通过长期的双边外交谈判方式解决的，还有很大部分仍在以这种

方式处理之中，在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之前处于相对搁置的状态。当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0］及

新加坡［11］在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诉诸国际法院解决了相互间的岛屿划分和海域划界的问题。泰国

和柬埔寨在因边境划界纠纷而产生冲突后，拒绝了东盟和联合国的调停，但在柬埔寨请求国际法院重

申 1962 年裁决结果［12］后放弃了继续纠缠，维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运行。当然，最为典型的还是部分

东盟国家之间及其和中国之间在南海地区的争端。尽管只有中越之间通过双边外交谈判方式解决了

北部湾内的划界问题，中菲之间也开启了双边谈判进程，但其他解决方式仍没有启动，或没有得到有

效启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继续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磋商“南海行为准

则”的进程，在没有域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70 年的外交互动进程，反映出双方都希望在维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促进最

高程度的双多边合作。也正是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外交理念上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推动着双

方关系从相互漠视敌对、有限有效互动、建立信心和信任，到促进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建设。中国和东

南亚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奠定了加强合作的信任基础，而双方在许多国际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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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事务中相互协商协调，也增强了地区一体化演进动力。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而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3］充分体现了这种合作关系的合理性。当然，无论是东盟国家

强调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的“东盟方式”，还是中国高度重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成

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主张以协商一致原则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基本准则。
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与东盟从对话伙伴到全面伙伴，从 1997 年 12 月 16 日开始的“面向二十一世纪

的睦邻互信伙伴”到 2003 年 10 月 8 日开始的“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身份建构也充

分反映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甚至东盟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的典范及重要参考。

二、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反思

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毕竟不是同一等量级的邻国，而且邻国之间也并不总是会和睦相处的，

双方之间的互动可以增进对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和理念的了解和理解，但却不一定会让一方自觉接

受对方的外交政策实践及其产生的结果。正如不同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不同核心范式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契合性和矛盾性一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既存在着

相当强的动力，但也具有相当高的限度，推进也制约着国家间关系的程度。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

历史上也并不总是和平友好的，冲突甚至战争也存在过，邻国间的传统安全困境意识［14］至今依然困

扰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双方在处理双边甚至多边问题时经常考虑的因素。也正是

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过去 70 年外交互动中的有些政策教训非常值得双方深入反思，从而为进

一步发展更稳健关系必提供借鉴。
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认识到自己实力和能力的限度，避免采取过度刺激对方的行为，更

不要做出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以防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作为一个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国，中国

的实力、能力和影响力依然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抱负往往也应与此保持一致，不能

以居高临下的霸权心态看待东南亚国家，更不能对其诉诸强权政治，迫使其遵从中国的战略意志。从

历史上看，尽管中国并没有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但在支持部分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方面还是发挥了一

定的影响，与部分国家还存在华人国籍问题，让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戒备和猜忌心理，不愿意

甚至不敢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因此疏远甚至恶化了。与

此同时，中国的支持政策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反而耗费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恶化了周边战略环境，影

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和质量，最终不得不改变直至放弃这种超出自身实力，且易造成双输局面的战略

行为。从东盟的角度来说，虽然始终强调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

伴也高度认可并支持这一点，但东盟并不能迫使其成员国甚至对话伙伴接受可能损害其国家利益的

过分要求。东盟不会试图奢求自行其是，［15］更不会建立一种能超越其成员国或对话伙伴国家主权的

集体霸权。一旦东盟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陷入分歧，甚至因分歧而导致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东盟分

崩离析，反而会削弱东盟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东盟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并不充分，在

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得不秉持中立政策，避免因不能落实某些集体性决策而陷入困境。［16］例如，

东盟在没有与中国磋商的情况下，在 2012 年 7 月单方面通过了《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六项原则》，［17］

不仅没能将其纳入到有中国参加的地区多边会议最终政策文件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与中国

发展更紧密合作关系的环境。
其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认识到对方实力和能力的限度，避免对其他方存在过高期待，提出

一些对方无法兑现的要求，以防引起对方的不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确实能为自己提供总体有利的战略环境，甚至为经济持续性高速发展提供许多机会，与东盟在地区一

体化进程中的密切协作为自己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动力和机遇，也奠定了信心基础。然而，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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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中小国家的集合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在政治安全方面对中国依然存在着天然的畏惧感，

难以甚至不愿在许多地区事务上追随或支持中国，在很多时候还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牵制中国，避免

因为和中国在力量上过于悬殊导致不得不依附于中国，丧失自己既有的对冲、合作或搭便车等战略自

主选择权，［18］甚至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中国需要给予东盟及其成员国一定的舒适度，让其在

与中国进行互利共赢的互动过程中加强政策协调，在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增进双方的战略

协同度。对东盟来说，中国确实是个大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也必须肩负起一

定程度的责任。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国在冷战期间放弃继续向东南亚共产党提供支持，基本上解决

了华人国籍问题，［19］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和其他途径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还是在

南海问题上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部分东盟国家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承诺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胁，抑或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积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都让东盟及其成员国感受到了中国切实在

贯彻实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然而，东盟也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许多国

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涉及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上有自己的原则立场，要尽量避免提出中国难以甚至无

法接受的政策主张或要求。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并不比东盟成员国高

多少，东盟国家在寻求与中国相互平等和尊重的过程中，也需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理解中国只能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或做出妥协。
再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能仅从自身角度来思考相互关系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而是要坚持以

更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处理和管理相关问题，避免被这些问题所绑架，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中国和东

南亚国家关系始终保持在较高稳定运行状态，主要得益于双方都能够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思考

相互间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可能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局部或个别问题上。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当前面临的最大压力还是来自于中美战略博弈所产生的地区影响，导致他们可能面临着在两者之间

必须选边站队的问题。［20］中国和美国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了重要市场和投资援助等，似乎都在加紧

拉拢这些国家向自己靠拢，只是美国通过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蓝点网络”计划等，还试图强制东

南亚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切割，或向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也加大了抵制美国战略强制和经

济胁迫的政策，消解美国原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优势。中美战略博弈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双方的

贸易摩擦。尽管双方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前期贸易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在国际和地

区生产、销售和消费等价值链上得到了较充分体现，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将

造成持久影响。
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政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经常提及的地区热点问题，但只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

家之间的局部问题，不应成为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更不能成为东盟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

的理由。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在南海地区也存在着岛屿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争端，与绝大多数东盟国

家之间在其他海洋区域的同样问题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历史上看，东盟国家之间往往首先是

以双边谈判方式处理此类问题的，只有上文中提到的个别案例被提交到国际法院进行裁决。迄今为

止，东盟国家并没有诉诸《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四章成立高级委员会处理此类问题，也没有将此类

问题列为东盟必须优先解决的议题，而是采取不干涉的方式，让相关东盟成员国自行处理，以不偏不

倚的中立政策维持东盟的团结和凝聚力。［21］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就不属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南海问

题更不应成为东盟必须讨论的议题，而是应遵循“双轨思路”和协商一致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主权

问题，通过友好协商促进南海安全与稳定。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合作议题，南海

问题只是其中存在一定负面效应的议题之一。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结束及落实，加上中国与东

盟一体化建设进程取得更多成效，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会有所降级，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国与东盟

国家之间进行更密切合作的新增长点。
最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要陷入安全困境的陷阱中而无法自拔，而是要寻求以合作促共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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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进步促共同发展，在合作中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的问题。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东盟国家要

比中国的冷战思维更强一些。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担心与中国的过度合作会让自己在大国博

弈中丧失自主权和独立性，成为必须屈从中国意志的附庸国，并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一

些东南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精英的这种意识在西方舆论影响下，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士长期在西

方战略思想的熏陶下，正在让其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变化，逐渐习惯于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

为基础，简单化地处理一些原本相当复杂而棘手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东南亚国家

在维持与中国保持战略平等的过程中，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大国博弈，更是以安全困境意识为

出发点实行其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的。也正是如此，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例如，中国和菲律宾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具有战略性，中国和新加坡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

伴同样不具有战略性，而和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没有强调双方的合作倾向，

和最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越南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能阻止双方在南海问题、大湄公河次

地区合作、经贸平衡及其他一些地区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双方需要继续努力

克服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前景

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达到当前的程度，真可谓来之不易。虽然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是近邻甚至紧邻关系，但双方在冷战期间还是存在着许多隔阂和猜忌，至今仍难以彻底

消除，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潜在甚至显在因素。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快速改

善并提升了与东盟地区的关系，并在近年来呈现出赶超美国和日本的态势，成为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

对话伙伴之一。当然，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

中心地位，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公开表示愿同东盟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议定书，第一个同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进程，［22］在实践中不仅在补全补齐与其他国家和东盟在政治

安全方面的短板，而且在进一步发挥和增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更在增进与东盟的社会文化认同感，

成为一个有责任和担当，够资格的东盟对话伙伴。中国提出的一些推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理

念、新战略、新举措、新项目，也正在为促进地区形势朝着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持续稳健与和平

地演进奠定更扎实基础。也正是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还需要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为双方建立更

高程度的合作提供政策支撑。
首先，要站高位: 巩固和夯实睦邻友好的战略理念，建设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不仅宣布要与东盟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而且提出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3］2015 年 11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努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洲命

运共同体”。［24］然而，东南亚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国在共同促进建设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协调，吸引中国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提升双方的贸易关系，为本国经济发

展提供更强劲动力，［25］但对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却相对冷淡。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东南

亚国家并不完全清楚中国倡议的实质内涵，感到在实践中不如“一带一路”倡议更具操作性。还有些

东南亚国家认为支持中国的倡议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在中美战略博弈中选边站队，反而会让自己处

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上。当然，几乎所有东盟国家都认为，2015 年底建成的东盟共同体建设在内容上并

不完整，在质量上并不完美，距离欧盟型的地区共同体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担心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

最终也会流于形式，因此对中国的提议缺乏兴趣，也缺乏信心。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增强了相互信任，特别是落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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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自贸区及其升级版，“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发展规划战略对接取得成效，推进地区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谈判，［26］开展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和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7］等方面的协调合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部分东盟国家开始逐渐认可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 年 11 月 1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 Boungnang Vorachith) 一致同

意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老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牢不可

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8］2019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本扬总书记、国家

主席同意以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9］为契机，为中老关系长远发展提供重要指引，共

同打造新时代中老关系。［30］2019 年 4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和洪森首相签署了《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

行动计划》，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价值和丰富内涵，推动双边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31］2020 年 1
月 18 日，中缅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弘扬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新时代。［32］可以想见，随着更

多东盟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互惠互利性和增进融合性，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将成为

双方关系在新时代的新现实。
其次，要望远处: 巩固和增进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和平与繁荣。自 2003 年以来，

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有效落实了多项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对稳定和促进双方关系提供

了重要动力。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成员国发展规划对接取得了巨大成

就，2018 年 11 月 14 日，第 21 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

关系 15 周年纪念峰会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为双方共同建设开放包容、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作出贡献。［33］2019 年 11 月 3 日，第 22 届中国－东盟

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合作的联

合声明》，超越了以往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在双边层面上的战略对接，上升到双方在地区层面上开展

更具机制性的密切合作。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已经不能仅局限于短期合作，而是要更具前瞻性，从

而为双方在分阶段逐步推进合作议程时更符合双方的战略预期。当然，从东盟的角度来看，与包括中

国在内的对话伙伴加强合作不仅要保持适度性，而且要维持平衡性，在当前与美国贸易关系处于困难

的关键时期，中国是其必须高度重视的不可或缺的选择对象。同时，东盟国家也认识到，从未来相当

长的时段来看，维持和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东盟及其成员国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至少

有利而不是有损于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根本切身利益。
再次，要稳住心: 保持地区双多边合作机制的稳健运行，避免大局失控的风险。鉴于东盟大多数

成员国政治安全实力并不强劲有力，经济增长基础并不沉稳雄厚，东盟一体化进程遵循着循序渐进的

方式稳步向前发展。东盟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建立在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也让以合作为主要导

向的东盟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这也意味着，一方面，东盟几乎所有议题都是合作而非冲突型的，是

正和性互动而非零和性游戏，不会对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的利益构成实际伤害;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

东盟成员国不满意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某个提议，或担心该提议会损害其利益，可以拒绝表态支持该决

议，让该决议处于暂停状态中，待各方再次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入落实程序。此外，即使某个

东盟国家没有能切实落实已经通过的政策声明，也不会受到惩罚。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东盟没有实

力也没有能力强制其成员国兑现已经作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东盟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

或完全落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盟制度建设的质量和地区一体化的进度。也正是如此，东盟稳健

而缓慢地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成为其发展的最明显特征。这既是其成员国采取相当慎重政策措施的

结果，也是部分成员国及部分对话伙伴感到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提出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与东盟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也是想通过采取更积极政策，推动东盟及其成员国自愿

在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建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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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促进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开始，中国已开始与东盟国家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并在 2002 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此

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先后成立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议机制，对维持南

海地区和平稳定和维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六次高官会和第九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正式

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34］2016 年 9 月 7 日，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

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对增进互信和信心、降低海上风险，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

解决南海争议，不让有关分歧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35］截至目前，“南海行为

准则”磋商已经完成了一读，正在进行二读的关键阶段，预计到 2021 年结束。可以想见，随着“南海行

为准则”进入落实阶段，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关系将进入更稳健时期，一些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

影响会进一步减弱，南海地区局势的稳定也会为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端

提供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最后，要亮实处: 有效落实互利共赢的项目工程，创新增强相互认同的粘合剂。近年来，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的“现代

化 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 EEC) 及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2019－2038) ，缅甸的经济特区发展计划，

越南的“两廊一圈”战略，柬埔寨“四角战略”，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计划”，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

划，新加坡的“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文莱的“2035 宏愿”等进行了有效对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为建设经济走廊、经济特区、经济合作区、工业园区、两国双园等多类合作

方式。代表性项目更是多种多样，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

路线、菲律宾南北铁路的南线项目等，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缅甸仰光新城、文莱摩拉港、马来西亚巴生

港等港口建设等，此外还有更多的知名度不太高和规模较小的合作项目。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几

乎在各领域都建立了功能性的伙伴关系，并逐渐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如第二十二

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36］推动双方在政策研究、
标准制定、技术创新、市场共享、人才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为东盟智慧城市网

络打造合作平台。［37］此外，中国更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社会文化交流，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宗教外

交、科技外交、媒体外交等已经成为增进相互间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例如，第二十二次中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通过了《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38］还将与东盟共同制定《中国－东盟视

听传播合作五年行动计划》，为双方媒体合作规划方向和路径，让世代友好薪火相传［39］提供良好舆论

氛围。

结 语

虽然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只有 70 年，但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却更

为长久，而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更可谓历史悠久，这些都在为双方总结过去经验与教训，塑造未

来更适合双方关系的共同体路径提供前车之鉴和正确路径。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坚持以一个东盟

国家的行为模式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打交道，目前已经将“东盟方式”的理念和规范融入到塑造和建设

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准则之中。也正是如此，中国始终能够照顾到东盟及其

成员国的敏感性和舒适度，努力寻求双方最大程度的战略契合点，推进而不是引领双边关系和地区多

边合作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另外，东盟在 2019 年推出自己的“印太愿景”，但最终能否有效落实并

取得预期成果，不仅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更取决于其对话伙伴，特别是中国的态度和行

·01·



动。［40］中国近年来确实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倡议

都不仅没有伤害性，而且具有极强的互惠性质，能够对促进东盟的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所需要的基础

设施建设，为东盟及其成员国提升共同体建设质量奠定基础，增强东盟国家维护其在地区多边合作机

制中的中心地位的能力和信心，认识到中国是其在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更适合开展合

作的确定对象。中国对东盟及其成员国提供的战略确定性虽然不能彻底消除其长期以来积淀下来，

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对周边强大邻国的恐惧和猜疑，但至少让它们认识到，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

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理念和政策举措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会坚持底线战略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损害，但也会以更具

潜力的美好愿景为导向，稳步推进双方合作关系朝着更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迈进，将双

方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真正践行到实处，让地区国家和人民都能够体验到真实的获得感、幸福感。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如有偏颇或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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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ecades of Diplomatic Ｒ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xperiences，Ｒ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ZHOU Shi-xin
(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China and Vietnam established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on January 28，1950，marking the real begin-
ning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China’s rela-
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experienced hostility and setbacks，indifference and vigilance，but have al-
so shown mitigation and improvement，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and the two sides are now entering a new era of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Historically，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rich diplomatic
strategic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They want to stick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but not blindly follow or
imitate models of other countries． They do not interfere in domestic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or permit other countries to in-
terfere in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They seek to promote reg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regional
integration，avoid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from extraterritorial factors，and resolve issues mutually through consensus． At the
same time，the two sides also learned from some setbacks and lessons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For example，they must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abilities，and try to avoid harms to each other． They shouldn’t expect too much
from other countries，make unaffordable commitments，or consider regional hotspots in a realist way，let alone fall into securi-
ty dilemmas and cannot extricate themselves，instead，they must fin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interests
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by cooperative measur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must stand high and forge a common sense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the long run，both
sides should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y can keep the mind to hold stable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Lastly，both must be practical and push new achievements of joint projects to be bonds that
can boost a mutual identity，so that all countries and peoples in the region can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gains derived from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 equality，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Key words: ASEAN，neighbourhood diplomac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strategic partnership，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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